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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目标，将金融工作上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战略高度，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金融

强国的理论框架：一是基于金融关乎大国兴衰角度的历史考察；二是基于国际金融权力、金融武器

与金融国策以及金融扩张从属于资本积累规律角度的理论溯源；三是基于金融强国逻辑内嵌于中

国式现代化大逻辑角度的战略思维。进一步，文章在整合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以及中

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六大方面基础上提出锚定金融强国目标和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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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10 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

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为新时

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 2024 年初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

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在此

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金融强国的丰富内涵，明确提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

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目标任务。从理论上深刻把握建设金

融强国的战略谋划，从实践上努力探索建设金融强国的实现路径，不仅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

本要求，也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的

基本内核。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遵循，基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大国兴衰以及现代

金融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尝试提出金融强国的理论框架、探索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

一、金融强国的理论框架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由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发展关乎

大国兴衰的深刻把握，突出了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绘制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

宏伟蓝图。不过，从学术角度看，金融强国的文献乏善可陈，无论是一般经济学还是现代金融学

都鲜有涉及。本文拟从历史考察、理论溯源与战略思维三个方面，尝试提出金融强国的理论分析

框架。

（一）金融发展关乎大国兴衰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兴衰与金融有着密切

联系。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出现了大分流，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颇具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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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假说是金融大分流导致了经济大分流（张晓晶、王庆，2023）。

金融强国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金融自身的强大，即从各方面指标来看，其金融体系在世界上

处于强势地位；二是指一国的金融发展足以支撑一国国力的强大，即金融助力强国建设。这两方面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历史上看，真正称得上是金融强国的只有荷兰、英国和

美国。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曾先后成为世界强国（甚至是一时无两的霸主）；另一方面，在其

强国崛起过程中，强大金融的支撑是不可或缺的。这三个国家的金融演进与霸权更替完美诠释了金

融发展关乎大国兴衰的论断。

荷兰作为 17 世纪中叶（1625—1675 年）的世界性霸权国家，是因为其在 16—17 世纪所创造的经

济奇迹，特别是以鲱鱼为代表的水产业以及依靠填海造田进行的农业生产、纺织业、造船业等十分发

达，海运业更是开展至世界各地，有着“海上马车夫”的美誉。荷兰不仅在产业与贸易上有着世界性

的影响，其金融创新也享誉世界，并为荷兰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 Tracy（1985）认为，正是由于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为进一步压榨低地省份的经济资源，强迫荷兰接受了公共借贷体制，成就了迪

克森所定义的“金融革命”的荷兰版本。结果是，荷兰在后来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期间可以借助公

共借贷体系发行低利率的公债券，持续获得资金支持其对抗西班牙的战争。除公债市场为尼德兰革

命筹集战争经费外，资本市场也为荷兰的对外贸易与殖民扩张提供了雄厚资本。

英国成为强国显然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可以追溯到金融革命。希克斯认为，是发生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金融革命”，为英国霸权战争与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基础。1688 年光荣

革命成功后，英国迎来了威廉三世——一位来自荷兰的君主。与他一起到来的还有荷兰的银行家、

金融从业者以及“荷兰金融的基因序列”（戈兹曼，2017）。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签订对英国政体的

改造，及其带来的可置信承诺为后续的金融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议会地位的确立和稳固保证了政

府无法制定侵害私人产权的财政政策。而其在 1694 年主导建立的英格兰银行，在进一步制衡政府

财政的同时，成为了英国金融体系扩张的中心与稳定器。这些因素使得英国成功地“荷兰化”：其公

共信用市场在经历了初期的波动之后逐渐稳定，在光荣革命三十年后，英国的国债利率已基本与荷

兰持平。这种强大的证券化能力使英国能够筹集更多资金发展国力乃至为战争融资。可以说，在英

法争霸过程中，英国之所以在 18 世纪最终战胜法国，其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英国拥有更为发达的金融

技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以及后续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金融支持，使

得大规模工业产业在纺织机和蒸汽机等标志性发明创造后快速实现。

美国在其霸权崛起过程中，也处处可见金融的关键性作用。为重大战争如内战、一战以及二战

融资，使得国债的发行、流通与交易成为美国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形成的起点；相应地，华尔

街的兴起、发展与扩张又推动了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股份有限公司和股票交易于 16 世纪

在荷兰和英国复兴。1720 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泡沫相继破灭，结果

法国股市崩溃，而英国则因议会通过的 1720 年《泡沫法案》，使任何新公司几乎都不能向公众发行

股票，英国股市从此沉寂，这个局面一直到 1856 年议会通过《股份有限公司法案》才结束。也正是

这个原因，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 18 世纪上半期就把股市大发展的机会留给了后来的美国，以至

于到英国 1856 年重启股市时，美国资本市场已经远远走在前面，包括工业革命的引擎也已经从英

国转移到美国（陈志武，2022）。这也给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开始显著

落后于美国的金融原因。就“金融技术”而言，英国学习荷兰，美国学习西欧。美国自建国以来，先

是继承西欧的传统金融行业，然后逐步将资本市场、消费信贷、保险和投资银行都推向新高。由此，

丰富了企业发展的资本支持，让创业创新风险分散在千千万万投资者之中，为美国成为创新型国家

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强国的理论溯源

金融强国并不见诸所谓的西方主流文献，也鲜见于现代金融学教科书，但与之相关的讨论还是

有一些，比如“金融霸权”“货币霸权”“金融结构性权力”“汇率武器”“金融国策”等。正是沿着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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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理论溯源，即国际金融权力、金融武器与金融国策，以及体系积

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进而讨论了一国金融强大的潜在收益，以及金融扩张（或金融化）与霸权更替

之间的复杂关联。

1. 国际金融权力。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近百年里，金融权力也长期被主流理论和经验研究所

忽略。只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诞生，特别是以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金融结构性权力才进入学术视野，并为解释一国金融

的超越性影响力（比如金融霸权）提供了理论支撑。

斯特兰奇（1990）的创新在于将“金融结构权力”列入维系国际生产关系的四大“结构性权力”之

中。斯特兰奇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两种——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结构性权力

（structural power）。联系性权力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

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机器、政治机构、经济企业、（同样重要的是）科学家和

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简言之，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

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

斯特兰奇认为“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基于这四种价值诉求

的逻辑，她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这四种结

构并不孤立存在，它们通过相互联系而产生结构性权力，从而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影响。金

融结构是指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和。她认为，在

经济发达国家中，投资不是依靠利润积累所得的现金而是依靠信贷创造。这其实是继承了熊彼特和

凯恩斯的观点。因此，一国一旦获得他国对其创造信贷能力的信任，即发放信贷的权力，就拥有了动

员全球资源的能力。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美国彻底摆脱了黄金的束缚，获得了控制或滥用信贷记账

单位货币的权力。美国也因此在更有利可图的世界金融服务业市场上占据了优势，并将该市场作为

营销其他行业的有效权力源泉。因此，在“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下，当时多数学者认为的“美国霸权

开始衰落”只是美国在传统产业上的衰落，实际上，金融结构性权力的提升增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

的权力，美国霸权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得到强化。  
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对于金融的超越性影响力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不过，金融影响力

并不仅仅体现为结构性权力，还包括更为基础的关系性权力、主导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以及作

为软实力的观念性权力。由此，国际金融权力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形成一个分析框架（见表

1）。横向维度是指国际金融权力的四种类型，即关系性、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国际金融权力。

纵向维度探索了特定类型权力内部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实力、意愿和能力。实力是一个基础性要

素，是国际金融权力的客观（物质或观念）来源或载体。意愿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战略要素，即通过

一国的宏观政策和战略体现出其对特定类型国家金融权力的意愿。能力描述的是操作性要素，其

与狭义的国际金融权力内涵最为接近，指的是国家进行权力博弈的具体操作方式。以上四种权力

类型和三大构成要素共同形成关于国际金融权力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为把握金融强国提供了重要

学理支撑。

表 1　国际金融权力分析框架

实力：

基础性要素

意愿：

战略性要素  
能力：

操作性要素

关系性权力

政策关联、投资关联、非

投资关联

双边金融关系战略定位

政策施压、金融操控、金

融强制

结构性权力

货币的国际地位、金融市

场的国际吸引力

货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

放战略和政策

结构依赖、榨取财富、转移

成本和体系破坏

制度性权力

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权

力、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

中的角色

国际金融制度战略

制度诱陷、制度强迫

观念性权力

国内金融知识和观念创造、有

特色的本土经济意识形态及其

他软实力

经济意识形态认知、身份与发

展模式定位

设置国际议程、塑造话语体系、

建立国际规范

资料来源：张发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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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武器与金融国策。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的金融制裁以及“金融武器化”已经人所共知了。

其实，在多年前，这类问题就已经在货币国策以及金融国策的框架内讨论了。

所谓金融国策（financial statecraft），即金融外交战略，核心是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影响，大体体

现在四个方面：确保或限制资本流动，对非国家实体实施金融制裁，在他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承销该国

债券，货币联盟或美元化（Steil & Litan，2006）。广义而言，金融国策是一国利用其在金融方面的全

球影响力（如所谓的“国际金融权力”），对他国实施影响和控制。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国策论是国际

金融权力论的进一步应用和拓展。

货币国策（monetary statecraft）——作为金融国策的一部分——是指通过操控货币环境来影响

其他国家政策的努力，这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反复呈现的一个特征。在过去的若干关键时刻，美国利

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弱点改变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进行政策调整。尽管

“汇率武器”（exchange‐rate weapon）在有的阶段比其他阶段更成功，但是在贸易失衡调整的国际冲突

中，它一直都扮演着关键角色（Henning，2006）。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际货币关系呈现出明显

的周期性。每个周期从相对和谐开始，继而进入失衡调整中的高度对抗，最终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

进入新的相对和谐阶段。如此周而复始。Henning 把近五十多年分成五个周期，即：（1）20 世纪 70 年

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2）1978 年波恩峰会解决世界再通胀冲突；（3）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广

场协议》《卢浮宫协议》；（4）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衰退和复苏；（5）新世纪的纠纷。在每个周

期中，美国政府总是压迫欧洲和日本政府或央行采取扩张举措，并且自己主动鼓励美元贬值

（Henning，2006）。这一系列事实背后演进的完整逻辑链条是：全球失衡引发经济冲突，经济冲突需

要政策协调，协调过程受制于美国的金融权力特别是货币霸权，汇率是实现其金融权力的关键武器。

金融国策除了汇率武器，还有其他的金融战略（或武器）：推行美元化，金融自由化，美元互换协

议，以及将他国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SWIFT）之外的金融制裁等。

关于美元化，金融国策的提出者（Steil & Litan， 2006）态度非常明确：在美国国境之外推行美元

化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需要重新启动第 106 届国会曾做过的旨在推动美元化的努力，

更为紧迫的是美国应停止实施目前这种无节制的财政政策，并不再对美元的前途漠不关心。如果布

什政府不能令人信服地坚决地改变令人担心的长期预算赤字政策，全球将失去美元作为价值储存手

段的信心，美元化进程可能会戛然而止。鉴于目前无论是欧元还是别的货币，都还无法替代美元的

地位，美元化的戛然而止将会更加令人担忧。美元化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巩固货币进程的失败，更意

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危机和更多的反全球化的思潮。他们进一步对未来的美国金融国策提出期望：

一个开明的美国金融国策将永远与上述原则并行不悖。美国的安全与长期繁荣的、自由的、有规则

的、各国人民渴望依附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鉴于数字时代中的金钱和安全的本质，金融

市场是这一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市场适应着各国规则，也利用各国规则进行套利，而且套利

的方法和速度常常是政策制定者们所不能完全预料和评估的。金融国策的提出旨在让这一评估工

作做得更好，使未来的金融国策能够更加明智和更加有效。

金融国策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金融如果不够强大，将可能成为大国金融武器的牺牲品。

3. 体系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无论是金融权力还是金融国策，更多强调了金融强大的“好

处”。但事实上，金融是双刃剑，过度金融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金融（力量）

周期和国之兴衰有着诸多重合之处和复杂因果关联，任何单向的思维都是不全面甚至是具有误导

性的。

乔万尼·阿里吉（2012）以“金融扩张”为基点识别分析了资本主义扩张历史上的四个“体系积累

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第一是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第二是从 16 世

纪末开始到 18 世纪的荷兰周期；第三是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期的英国周期；第四是从 19 世纪持

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金融从实体经济（如商贸、生产等）中抽

离而自我扩张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资本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比如商业资本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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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转向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后者（即货币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在为自己寻求更大的流动性、

灵活性和选择自由。这一倾向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就已经很明显。布罗代尔（1979）指出，在 16 世纪

下半叶，资金过剩的热那亚曾走过同一条道路，专一向天主教国王放款的“旧贵族”逐渐脱离了积极

的商业活动。阿姆斯特丹竟然重蹈覆辙，抛开“仓储贸易”的实际利益，追求食息取利的空幻希望，甚

至以其资金推动伦敦的繁荣。继荷兰之后，英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重复了这种现象，当时工业

革命这一宏伟事业的结束造成了货币资本供应的过剩。美国资本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了一条

相似道路。

金融扩张以及从实体经济部门“抽离”的开始阶段，可以看作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信

号危机”。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系积累过程的主导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将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

融买卖和投机。这种转移体现了一次危机，意思是：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主导机构通过这种转移表明，它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

中能否继续获利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同时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大金融资本投资能否在时间和空间上

延长它的领导和主导地位作出了肯定的判断。这种危机是一场体系深处的危机的信号。然而，转向

大金融资本可以暂时阻止这场危机的爆发。事实上，这种转变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它可以把物质

扩张的末期变成一个“美妙时刻”，物质扩张的促进者和组织者能够继续获得财富和势力。它在四次

体系积累周期中都起到了这种作用，只是程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已（阿里吉，2022）。

从资本积累体系与权力体系的关系来看，早期的资本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并从属于权力体系，但

随着积累体系的不断扩张乃至最后覆盖全球，他们越来越脱离并支配权力体系。因此，为了成功地

追求权力，政府不仅在立国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而且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必须起带头作用。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从一种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权力体系的制度，转变为一种权力体系完全基于和

从属于积累体系的制度，经过一系列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包括一个物质扩张阶段和一个接

踵而来的金融扩张阶段。其中，金融扩张代表着一个宣言，不仅宣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特别

发展阶段已经成熟，而且宣布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霸权实现形式，金融扩张以及由此形成

的金融权力，是从属于资本积累规律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金融扩张的逻辑（包括从商业资本与产

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逻辑）从属于资本积累的大逻辑，这从根本上诠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

金融发展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其他。皮凯蒂（2014）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

势：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

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

进一步而言，体系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以及由实体经济中“抽离”而形成的金融化是发展阶段

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它将会被新的积累体制所取

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美国周期中所呈现的不断继起的金融

扩张，一方面能够产生超越性的全球金融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在宣告旧积累体制走向没落和新积累

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一代强国）的崛起。

（三）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金融无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打破了新古典经济

学中的货币金融“面纱论”“中性论”。从文献上看，金融发展促进长期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也

层出不穷，为金融强国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撑。

1. 金融发展与长期增长。白芝浩较早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工业化

过程中便利资本流动方面功不可没（Bagehot，1873）。熊彼特也指出，银行在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提供资金方面起了很大作用（Schumpeter，1912）。二战以后，格利和肖推动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

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他们指出，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

资水平（Gurley & Shaw，1960）。随后，帕特里克考察了欠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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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逻辑关联是：金融发展促进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实际产出的增长（Patrick，1966）。格

申克龙研究了 19 世纪中叶到一战时期欧洲工业化中不同融资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了比较

金融研究的雏形（Gerschenkron，1962）。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金

融深化理论（McKinnon，1973；Shaw， 1973）。他们反对利率管制和金融压抑，主张把金融自由化和

金融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金融自由化是麦金农－肖理论的核心。他们相信金融部门

和任何部门一样，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可以达到均衡状态，即帕累托状态。而在此前，主导性看法

是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后来的斯蒂格利茨仍

然坚持这种意见），二人则对之提出质疑并主张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麦金农－肖模

式的贡献在于建立了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为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少学者在内生增长理论

的基础上发展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偏好冲击、流动性冲击）、

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等因素，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内生成长做出了

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张晓晶，2022）。

在理论与机制分析基础上，也涌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文献。早期的经验研究未能指出金融发

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联。最早尝试解决上述问题的是 King & levine（1993）。他们通过（反

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的精心设计以及对其他与增长相关的变量进行控制，明确了二者的因果

关联：即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可以很好预测后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及生产率增长。不过，该研究本

身也有不足，比如对因果关系的检验。Rajan & Zingales（1998）指出，如果金融市场增加借款是由

于预期到未来更快增长，那么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就可能是一个先行指标而不是起因。一个解决

因果问题的办法是找到这样一个指标，它不可能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却能衡量金融发展的某个方

面。Roubini & Sala‐i‐Martin（1995）发现银行准备金率符合这一要求。这一指标基本不受经济增长

的影响，但它可以作为金融压抑的一个标志，其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Rajan & Zingales（1998）采

用的是另一套解决办法，将金融与增长的关系分解。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减少了外部融资的成本

从而促进增长。

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长期增长，正在于金融独特的功能。根据 Merton & Bodie（1995）的说

法，金融因为便利了经济资源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时空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从而促进了增

长。具体而言，金融由于在支付结算、资源动员、风险配置和信号显示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减少了

经济运行中的广义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2. 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发展促进长期增长，从一个角度论证了一国现代化与金融支

持的密不可分；而经济金融共生共荣则为把握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

基础。

习近平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

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①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强。一方面，金融

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建设金融强国应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

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另一方面，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中国经济基本面好、韧

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和不断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建设

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

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

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②一

①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08—309 页。

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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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不可分，并且服从、服务

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是局部服从整体、具体目标服务于总目标的关系。另一方面，现代化强国必然

是金融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建设也只有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

硬道理。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现代化，是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金融必然要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以金融强国为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

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二、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

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①这“六个强大”是关

于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

（一）强大的主权货币与中央银行是金融强国的核心标识

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集中体现。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本国的国家信用

将会成为全球信用，储备货币国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或本币债务来动员全球资源“为其所用”。这

一点在美元成为信用货币的时代最为明显。更进一步，由于储备货币国控制了全球信用，其央行也

成为准全球央行。

以黄金为基础、以英镑为世界货币的国际金本位体系（1870—1914 年）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货币

体系。1816 年，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1870 年以后将金本位制推广到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在内的

更广范围。国际金本位体系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在其鼎盛时期，40% 以上的国际贸易都用英镑结

算。英国主导建立国际金本位体系，迫使各国经济遵循“货币体系规则”，英格兰银行成为“最终贷款

人”。英格兰银行通过操纵贴现率的高低来控制国际市场上黄金的流通，以及世界货币的供应。国

际货币政策实质上由英格兰银行制定管理，英格兰央行成为全球央行。

二战之后，美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击败英镑，成为新的货币霸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成为了真正的信用货币。美元与黄金脱钩、凭借自身信用成为国际货币体

系的主导货币，这和英国当年的英镑与黄金挂钩、靠主导国际金本位体系来行使英镑霸权有着根本

不同。这为美国带来了难以估算的巨大利益。因为这时候美国的国家信用就成了全球信用，它可以

通过发行货币或债务来动员（甚至是换取）全球资源。

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强大的货币是本国央行成为全球央行的前

提；另一方面，本国央行的有效管理则成为强大货币的保证。历史上英格兰央行曾保持了英镑币值

的长期稳定，不仅确立了英镑的货币霸权地位，还有助于提升英国国债的公信力，货币和国债在国际

市场上信誉良好为英国成为金融强国奠定了基础。英镑在 1560—1561 年被伊丽莎白一世稳定下

来，此后再也没有出现涨落，1920 年之前，或者可以说 1931 年之前一直保持其固有的价值。这简直

是一种奇迹，……在欧洲许多种货币当中，只有英镑平稳走过了令人惊叹的 300 年路程。货币的这

种长期稳定性是英国财富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就不会有低利率贷款，借钱给君主的

人就不会有安全感，对任何合同就不会有信心，而如果英国没有贷款就不会变得强大，也就不会拥有

金融优势（布罗代尔，1979）。

（二）强大的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抓手

金融强国往往拥有多家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若干家具有强大竞争

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凭借其全球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吸引国际投资者，掌握国际金融市

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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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定价权和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强大的金融机构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说是金融强国的关

键抓手。

17 世纪荷兰之所以成为海上霸主，得益于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

金融中心的形成。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交易所，而于 1530 年建立的阿姆斯特

丹交易所赫然在册。1609 年，荷兰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事实

证明，该汇兑银行为商业社会的流动资本提供了可靠的存放处，并为信用票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票

据交换所，从而为荷兰地区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金融基础。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后不久，一

个蓬勃发展的关于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从而对荷兰的公共金融和私人金

融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付竞卉，2011）。英国以私有制中央银行、跨国商业银行、国债发行和证券

交易为主要标志的金融革命，助力其成为日不落帝国。伦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仅是国际贸易融资的中心，同时也是长期资金跨境流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伦敦仍然是全球最大

的外汇交易中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美国交易所不仅引领了全球证

券交易创新，还成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舞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商品交易

所也是全球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重要中心，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华尔街成为

美国金融帝国崛起的标志，纽约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这些强大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国际

金融中心，是美国成为金融强国的重要抓手。

近现代以来世界金融中心的变迁经历了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

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再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

“美国金融”，最后到世界金融中心呈现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并逐渐呈现多极化的发展态势等阶段。

近现代以来世界金融中心的变迁，体现了金融权力的转移和大国的兴衰。

（三）强大的金融监管和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的根本保障

强大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金融监管制度是在一次次整治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逐

步确立起来的，每一次危机都迫使监管当局对于监管重点和监管方式进行调整变革，以适应金融环

境变化的新要求。

18 世纪 20 年代初的南海泡沫事件，催生了英国的《泡沫法案》。1913 年以前，在自由放任思想主

导下，美国银行业危机不断以及资本市场的“野蛮生长”，使得金融体系风险丛生，由此催生了美国的

《联邦储备法》。该法案宣告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成立，并赋予了美联储四大职能：实施统一的货

币政策、建立全国清算支付系统、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以及对银行业实行监管。自此，美联储成为美

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机构。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大萧条导致美国于 1933 年制定并通过了《格拉

斯-斯蒂格尔法》。该法案明确限制银行业与证券业的跨业经营，禁止商业银行关联企业主要从事

证券发行、上市和承销等业务，标志着美国金融业正式进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时代。1999 年，克林

顿总统签署了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结束和美国正式走上金

融综合经营的道路。而随着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诞生了《多德-
弗兰克法案》，实施“沃尔克法则”，加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调整监管体系，强调消费者权益保护

等。金融监管一方面有助于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则有助于防范金融风

险，减少金融的破坏性，维护金融安全。这两方面都是金融强国所必不可少的。

同时，金融领域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知识密集度高，打造一支堪当建设金融强国重任的人才

队伍至关重要。事在人为，金融要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还需要依靠高质量的金融人

才。一方面，高质量金融人才能够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金融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

高质量金融人才有利于在复杂的环境中识别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美国凭借其发达的高等教育、开

放的移民政策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吸纳了大量高素质金融人才，为其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人才

支撑。以纽约、伦敦为例，得益于其高度开放，其金融从业人员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分别长期维持在

10% 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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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晶：锚定金融强国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三、锚定金融强国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六个强大”）的论述，以及关于构建中国

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六大方面即“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

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

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简称“六大体系”）的论述，①既是对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概括总结，更为锚

定金融强国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六个强大”与“六大体系”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六大体系”涵盖了

“六个强大”，“六个强大”是从“六大体系”中提炼出的反映金融强国最集中、最突出的方面。我们将

整合“六个强大”与“六大体系”，探索以金融强国为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一方面，

要锚定金融强国目标，围绕“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找准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

聚集中国金融大而不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金融监管不力与金融风险累积等弱项，补齐金

融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是锚定金融强国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一）锚定强大货币和央行，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与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 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强国离不开强大的央行，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

要支撑，助力实现稳经济、调结构、稳物价的平衡。一是继续完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坚持把维护币

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的两大中心任务，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

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加关注结构性目标，重视就业和“双碳”等，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提高精准调控滴灌能力，使流动性更有效、更精准地流到实体经济。完善中介目标的锚定方式，

保持利率水平与实现潜在经济增速的要求相匹配，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

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五篇大文章”。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

能，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将中央银行资金与金融机构对特定

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挂钩，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投放至普惠小微、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

域，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

政策传导和金融资产定价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债和信用债收益率曲线作为贷款市场的定价基准，

扩大以收益率曲线作为定价基准的应用范围，构建基于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利率传导框架与政策操作

路径，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四是增强中央银行财务实力和资产负债表稳健性，为依法履职提供

坚实支撑。切实提升中央银行资本收益水平，适当提高中央银行利润留存比例，增强中央银行财务

实力。健全财务缓冲机制，加强对风险资产的评估分类管理，建立用于弥补各种风险损失及缓解顺

周期效应的专项准备金和动态准备金，提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稳健性。

2. 提升主权货币国际化程度，强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金融强国参与或主导全球

经济金融治理能力强，主权货币能在国际上自由流通，发挥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和价值储藏等基本功

能，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步伐加快，人民币

国际化要顺势而为。一是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

金池试点。继续做好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加强本外币协同，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

施建设，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继续稳步推进央行间双边

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

环。发挥好货币互换对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作用，加强与周边和东盟

国家本币结算（LCS）合作。推进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支持境外国家和地区发展当地人

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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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外汇市场。三是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开放条件下跨境资

金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评估预警体系，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

具箱，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间的配合，提升开放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

控能力，守好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锚定强大金融机构和金融中心，加快现代金融机构与市场体系建设

1. 构建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微观基础。我国拥有全球

最大的银行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多达 4000 多家，5 家大型商业银行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金融机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为此，需进

一步构建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是优化金融机构布局。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

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巩固银行体系的规模优势，规范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标国际一流投

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形成若干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投资银行和投资

机构品牌，加快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金融机构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定

位。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引导大型商业银行积极承担战略性金融任务，鼓励股份制银行

突出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推动城商行和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立足本地开展特色化经营，推动

各类金融机构找准定位、优势互补。三是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鼓励金融机构围绕科技

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

样化和专业性，不断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四是提升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扩大金融

业对外开放，为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拓展国际业务提供政策支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

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利用自身的规模和资源优势扩大国际影响力，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在数字金融

等优势领域发挥国际“领头羊”作用。

2. 构建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

市场，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围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聚焦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目标，推动股票、债券、期货市场协调发展。发展多元化股权融

资，支持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引导私募股权创

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完善发行承销制度，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

册制，完善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打造权责清晰、标准统一、透明高效的发行审

核注册机制。完善转板上市机制，更好发挥各板块市场功能，为优质企业提供多元的发展路径和上

市地选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研究出台精选层公司转板上市相关规则，提升对中小企业

的服务能力。积极稳妥优化交易结算制度，丰富风险管理工具，优化融资融券和转融通制度，稳步推

进货银对付（DVP）结算制度改革。完善上市公司自律规则体系，探索建立健全分层差异化信息披露

安排，提升信息披露制度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研究制定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专

项信息披露指引。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

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完善权益投资的会计、

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培育和壮大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健全资本市场法治

保障和配套支持制度，构建符合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完善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

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监管执法体系，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建立健

全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制度规则体系，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实现市场生态的良性循环。

3. 推进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是金融强国兴衰的重要标志，建设

金融强国需要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强国，需进一步提升上海、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一是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吸引世界

级金融和总部企业，以及世界一流律所、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在上海聚集，推动形成

齐备的金融全产业链生态环境。支持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国际金融资产

交易平台，更好发挥科创板“试验田”作用，推动注册制走深走实，高水平建设再保险国际板。二是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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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全球投融资平台的地位优势，支持香港打造海外资本“引

进来”和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优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丰富风险管理产品

和流动性管理安排，增强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间的联系。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推

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促进香港股票人民币计价交易，推动落实离岸国债期货的措施，丰富人民

币投资产品种类。

（三）锚定强大的基础支撑，着力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法治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是为各类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及制度安排，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

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保障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重要抓

手。金融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有力支撑。历史经验表明，当危机和冲击来

临时，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继续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关键在于金融基础设施是否具有强大韧性。与

此同时，法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在金融领域中，契约、治理、权益等都需要依靠法治

来保障各方利益得到平等尊重和保护。上千年的金融发展史告诉我们，金融的运行、发展与稳定，依

靠的是信用，而法治是信用最根本、最有效的支撑与保障。

1.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提供支撑。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

组成，金融基础设施是连接金融机构、维持市场运行的基础性保障，发达且高效稳定的金融基础设施

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要条件。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需重点做好以下几

项工作。一是提高金融基础设施运行效率。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增强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

性，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之间有序互联互通，提高运行效率与服务水平。加快推进新兴技术在支付结

算、登记托管、征信评级、数据库建设等多领域应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基础设施。二是加

强关键金融基础设施保护。强化对参与者数量多、市场占有率高、业务关联性大及运营失败将对金

融体系风险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审查与评估，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关键

业务岗位管理、技术规范、系统故障应急处理机制和灾难备份机制。三是增强金融基础设施独立性。

增强金融基础设施在设计、运行和维护以及相关制度制定方面的独立性，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确保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自主可控，对于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外溢性强的金融基础设施，保持国家绝

对控制力。四是建立适应国际市场规则的开放型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完善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

结算等制度和基础设施安排，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国际应用范围，加快 CIPS 与其他

国际结算系统在标准、规则上的对接。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信用评级、税收、会计、审计等金融基础设

施体系，建立专业化、国际化的信息披露制度。

2. 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经济本

质上是法治经济。从货币的产生与演进，到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发展，其背后的基础均是信任。金融

运行本质上依赖的就是信任（及信用）。相比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实物保障，金融完全依赖于信用的特

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无论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还是全面加强金融监

管，都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一方面，随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以法治凝聚

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为金融活动提供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变得更为迫切。

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的金融创新节奏加快，新的金融业态、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不断出

现，亟待金融法治给金融创新以清晰引导和明确边界，既要包容创新，又要防范风险。此外，加大金

融法制执行力度，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一是健全金融法律体系。加强金融领域重要法律法

规立改废释，加快补齐新兴领域制度短板，发挥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填补空白的作用。

推动金融法律与其他法律的有效衔接，构建系统完备的金融法治体系。二是规范金融创新发展。加

强对金融新业态、新业务、新主体的研究，提升金融立法的包容性和匹配性，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

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严厉打击以金融创新名义开展的非法金融活动，最大程度消除监管空白和

盲区，消除非法展业空间。三是提高金融司法水平。在总结金融法院制度经验、运行经验、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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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金融审判体系，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提升金融审

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发挥金融司法对金融市场的价值引领和规则指引作用。

（四）锚定强大的制度保障，着力加强党的领导和金融监管体系建设

1. 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

的领导坚持得好不好，党的建设搞得好不好，事关金融系统的凝聚力战斗力，决定金融事业的兴衰成

败。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

的领导贯穿到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金融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一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不断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中央金融委员会要发挥好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要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

体责任，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共同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进

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风险处置机

制，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二是充分发挥党领导金融工作

的制度优势，提高货币金融政策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效性。加强党中央及其经济金融工作部门对货

币金融政策的评估督导，强化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在决策和施

策过程中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有效增强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重大

原则，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国家安全部门与经济金融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及配合机制，形

成权威高效、灵活顺畅的发展和安全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和指挥体系，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三

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国有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架构之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重点是要

加强党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最大特色加以坚持和

完善，发挥党的领导在确保正确方向和道路上的决定性作用，切实履行好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责

任，维护好所有股东权益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努力锻造一支高质量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金融人才队伍。金融强国建

设需要打造一支堪当重任的人才队伍，保持纯洁性、增强专业性并提升战斗力。新时代金融人才必

须深化对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认识，拥护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的价值理念，胸怀“国之大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勇于担

当作为；掌握金融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经受严格

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敢于发声亮剑，办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两件大事。一

是把保持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摆在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位置。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全面落实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高金融人才工作质量，确保我国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二是

做好重点金融领域专业性金融人才的培养工作。要聚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研究未

来我国金融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演变趋势，强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

重点领域的金融人才培养。三是建立功能完备、高效便捷的金融人才服务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激发金融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共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

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人才市场体系。

3. 打造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金融稳定发展。强大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力

保障。必须切实增强金融监管震慑力和权威性，对重大金融风险制造者从严从重处罚，让金融监管

真正“长牙带刺”。一是落实金融监管全覆盖。协同构建全覆盖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确保监管无死

角、无盲区、无例外。管合法更要管非法，既要管“有照违章”，更要管“无照驾驶”；管行业必须管风

险，严密防范一般商事行为异化为非法金融活动、衍生出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由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兜

底监管机制。二是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聚焦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事”、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关

键人”、破坏市场秩序的“关键行为”，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

—— 14



张晓晶：锚定金融强国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管。探索改进监管方式，加快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对于跨市场、跨业态、跨

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三是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压实金融机构及

股东、实际控制人、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各方责任，加强监管协同和上下联动，健全具有硬约

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四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平台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

则的重塑，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更加公正高效的全球

金融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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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for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a Financial Power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nanc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s

ZHANG Xiaojing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ummary： The 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nference puts forward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a financial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raises finance to the strategic height concern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for it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roposal of financial 
power i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grasp of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finance， which 
highlights the initiative and leading role of finan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writes a new chapt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 a financial power. First， it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owers. Only the Netherlands，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called truly financial powers. On one hand， these three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become world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pport from the powerful finance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rise of these powers. The financial 
evolution and power shift of these three countries well confirm the conclusion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f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powers. Second， it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a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ower， financial weapons and 
financial statecrafts， and financial expansions following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law. Susan Strange’s theory of structural 
power in finance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wh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hegemony is delayed；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statecraft，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shows that without powerful finance， a country will probably become the victim of 
financial weapons of powers； Giovanni Arrighi’ 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 not only points out that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subordinate to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also shows that the financial 
expansion in the Genova cycle， the Netherlands cycle， the British cycle and the American cycle， on one hand， can produce 
global financial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indicates the decline of the old accumulation system， and the rise of a new 
one as well as the rise of new powers. Third， it i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thinking that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a financial 
power is embedded in the logic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highest goal，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requirement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contribute to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one of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ng a financial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ancial power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serves the goal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ix key financial elements of a financial power， namely， a powerful currency， a strong 
central bank， str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strengthened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abundant financial talents. In addition， it summarizes six aspects of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a scientific and steady financial regulation system， a well‐structured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a collabor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 system，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a diversified and professional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system， and an independent， controllable， safe and efficient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aly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actical paths to construct a financial power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rst， to realize a powerful currency and central bank，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entral banking system， and steadily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Second， to construct 
powerfu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al centers，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 systems. Third， to gain strong foundation support，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financial rule of law. Fourth， to enjoy a stro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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